















































































































































































































将道德之 “理”加以实行。① 这意味着儒家的伦理观将人假定为高尚的 “君子”，他
们会自觉地修炼自己，革除欲望，践履善行。这样的设定显然是违背现实的。
















友，都是 “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② 因此，与之相关的道德是私德。而对于 “人

















就 “善”和 “权利 （正当性）”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而言，乍一听起来，似乎





































































































































































有为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中国 “首创言民权者”。① 这种 “民权”包括 “自由民















































































此使公德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所默认的 “应当”，就像私德 （诸如 “孝”）所被普遍接
受的那样。
以上的论证，从现代化的角度阐明了权利论伦理在社会伦理构建中的重要性。
这里所谓的 “权利论”，指的是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观。它与传统儒家的义务论伦理
针锋相对。之所以需要转变儒家以 “义务论”为本位伦理，根本的原因是它与现代
社会不相配。现代社会以 “权利”为本位来构建，人们所承担的义务以相应的权利
为基础。这既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契约的关系，同时也由法治社会来保障。中国社会
长期以来的状况是，不是权利太多，而是义务太多；不是义务太少，而是权利太少。
如此造成的结果是，社会不仅难以和谐，而是将深陷于动荡和灾难。对此中国人民
有着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提倡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观，并不是要否定道德义务。彰显权利论，使
之达到与义务论的平衡，这只是根据我国的历史教训与现实需要所引出的一个结论。
道德行为离不开对义务承担，只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言，当务之急是需要形
成权利的意识观念与相应的保障体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法治”。儒家义务论伦理
的悲剧在于，它使中国人在历史上从观念到现实方面都成为屈从于不均等义务的人，
成为单边丧失权利的人，成为生命与财产无保障的、没有自由的人。
中国社会当今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是认识到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
与此相应，我们的道德伦理应当引导人们尊重权利，维护权利，追求幸福。与此相
关，维护人的权利就成为一种义务。这样的伦理学的建构是现代社会的需要，是一
种历史的必然。伦理学由此也就是一种权利本位的伦理学。因此，当今我们传统文
化的重建、更新，首先需要有一种正当的伦理学，即建立在维护个人权利基础上的、
以追求幸福和公正为目的的，而不是只讲究责任的义务论的伦理学。
通过以上的批判性反思，本文强调的是儒家伦理要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
积极的作用，需要弥补其缺陷，发展出一种权利论，以求在义务与权利之间取得一
种平衡。因此作为一种纠偏的措施，特别是由于 “矫枉必须过正”，如将儒家作为有
助于中国的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之一，对其的更新与转化就应当更新其道德哲学，以
其 “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为基础，从中转化出以 “权利”为本位的伦理；亦即以
尊重人的权利为前提，并从道德权利方面为法定权利提供伦理基础。之所以说是
“更新”、“转化”，其可能性在于，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本已具有 “天地
之性人为贵”的人本主义思想，只是囿于时代的局限，未能进而对仁者为何需要爱
人的根据进行发问，未能深入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论层面。因此，通过批判性的
反思，我们可以在吸纳儒家原有的人本主义思想、原有的仁、义等德性思想中的合
理要素的基础上，将其更新、转化为具有现代伦理价值、与现代化的需要相适合的、
·３５·
中国现代化———比较的视野
并能够为现代化的构建服务的学说。从伦理学的角度说，就是把传统儒家伦理从关
注如何正确地行动，提升到关注什么是应当追求的目的，什么是应当欲求的 “善”
（人是目的）。前者涉及的是责任，后者则与权利相关。权利的伦理，构成法治的道
德基础。以人为本，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实现法治，这些都是现代性的诉求，是现
代性区别于前现代性的标志。
〔责任编辑：匡　钊　责任编审：柯锦华〕
中国早期现代化：与日本的比较
朱荫贵
自１８世纪工业革命爆发后，机器大工业的浪潮席卷四方，迅速被世界接受和效
仿，形成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潮流。此时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明显趋势，
就是农业文明逐渐向工业文明转化，东西方发展的差距日益明显。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关注的重点，是
１８００年以来中国和欧洲呈现的差异，① 亚洲内部的情况并非该书关注的重点。实际
上，如果说１８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的发展道路出现了 “大分流”，１９世纪中叶起，
亚洲内部也发生了现代化起步时段相同而发展结果却大相径庭的 “大分流”现象，
其中的代表性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
如今我国正在进行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长时段角度看，某种程度上正是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继续和发展，故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伟业，
仍然具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１９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分别开始了以 “求强”、“求富”为中心的洋务运动和
以 “殖产兴业”、 “富国强兵”为中心的明治维新运动，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
这是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开端。但是，经过３０余年的发展，到１９世纪末期，
中日两国却出现了明显不同的发展结果。日本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取代了封建生产方式，不仅摆脱了沦为西方强国殖民地的危险，反而在
１８９５年的中日战争中打败了同时起步的中国，以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帝国姿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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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